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 

——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郭玉峰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 200 多年间家族

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

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 40、50 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

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

象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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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明清以来湖南地区未婚人口的研究，除了刘翠溶在其力作《明清时期家族人口

与社会经济变迁》①一书中对湖南三个家族成员的未婚状况进行了考察之外，近年来也

有学者利用档案材料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②。本文主要利用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

三部族谱对湖南地区家族成员的未婚行为作进一步统计、分析，并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

比较，以图揭示湖南地区家族人口的一些特征。 

一、族谱资料及统计的说明 
1．本文所用族谱的版本信息说明 

湖南湘乡《武城曾氏衍湖南湘乡大界五修族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省堂活字

本，藏于湖南图书馆。以下简称《曾氏五修族谱》。 

胡传戴等纂修：《湘乡平地胡氏续修族谱》，民国二十六年（1937）安定堂木刻本，

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胡氏续修族谱》。 

王万澡等纂修：《长沙涧湖塘王氏六修族谱》，民国三十八年（1949）听槐堂铅印本，

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王氏六修族谱》。 

2．族谱资料概述 

在《曾氏五修族谱》中，将其一世祖追溯到先秦时期居住于今山东境内的曾参；十

五派曾据由于耻事新莽政权而挈族迁徙至庐陵吉阳；四十二派曾孟鲁于宋朝时由庐陵永

安乡睦陂迁徙至茶陵州；四十五派曾霸于南宋时迁徙至衡州衡阳的唐福。六十二派曾孟

学于顺治元年（1644）由衡阳迁徙到衡山，继而迁徙到湘乡荷塘。从六十一派到六十五

的情况可以用下图表示：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民国 81 年（1992）版。 
②  王跃生：《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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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贵（G61）—4—第四子孟学（G62）—7—长子宏佑（G63）—2—长子闻富（G64）

—6—贞菖、贞连、贞瑞、贞桢、贞祥、贞鸿（G65）（大界六老房）①

事实上，本谱主要是记载的大界六老房曾贞菖、曾贞连、曾贞瑞、曾贞桢、曾贞祥、

曾贞鸿（G65）的后代，之前的情况多有缺载，所以本文的统计分析从第六十五派六老

房开始。需要说明的是，在该谱卷七后所附“骈后东宗宗子总图”（G39—G75）、卷十九

附“义子谱”不在统计之列。 

《胡氏续修族谱》记载，始迁祖胡琅宝（玉函公）于洪武年间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

迁居长沙南台湘云阁，至四世祖胡陈（受因公）又迁至沩宁，至六世祖胡朝咙（南翔公

②）迁居湘中（湘乡③），八世祖胡乾（柳池公）、胡坤（莲池公）于明崇祯年间始卜居

湘乡二都的平地冲。尽管该谱从始迁祖胡琅宝（G1）起以下九传，生没葬向多有失考，

但其成员婚姻状况的记载较为齐整，故本文的统计分析从第一派开始。需要说明的是，

该谱的卷二十六“补录”、卷二十七卷“义子齿录”不在统计之列。 

《王氏六修族谱》记载，始迁祖王守霸（G1）于南宋理宗朝由江西丰城迁徙到湖南

攸县，一传至王元禧（G2）再徙至浏阳，再传至三世祖王寅渥（G3）于元时迁徙至长沙

西乡谷山清江冲。从第一世到第十三世的情况可以用下图表示： 

守霸（G1）—4—第四子元禧（G2）—1—子寅渥（G3）—1—子汝馨（G4）—2—长

子世泽（G5）—1—子必荣（G6）—3—长子斗才（G7）—2—长子寿翁（G8）—1—子崇

盛（G9）—2—长子友运（G10）……友运下传三世形成四房：长房（G13 应宣、应宝）、

二房（应宇、应实）、三房应宾、四房应容 

本谱主要记载的是上述四房（G13）的后代。本谱从始迁祖王守霸开始，婚姻状况

的记载就很清楚，但第十一世之前的成员全部已婚，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情况是未婚

的因没有后代而缺载；再加上之前的各代子嗣情况多有不详以及迁徙等原因，所以本文

的统计分析从第十三世开始。要说明的是，该谱在《卷首一·六修族谱凡例》中载“抚

异姓子为子者，法律定名为‘养子’。又云：‘养子与婚生子同养子亦有继承财产权’，故

此次续修将养子收入谱牒。”所以该谱包括了养子（或义子），这是与曾氏、胡氏两族谱

不同的地方。 

3．关于统计的几点说明 

首先，生卒时间的历法换算。 

家族成员的生卒年月日，笔者只是将族谱中用年号或民国纪年的生卒年换算成公历

年，而没有将族中“农历”的月日换算成公历月日。这样处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公历纪

年纪月纪日是民国后引入，明清时期的人们当然不会采用，即便是民国之后，中国的百

姓仍用“农历”记载生日或忌日，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二是避免了繁琐的换算。这

一点，在同其他成果进行比较时应特别注意。 

其次，寿命年龄。 

                                                        
①  图示说明：以“学贵（G61）—4—四子孟学（G62）”为例，“G61”表示第 61 派（世、代）数，“—

4—”表示第 61 代曾学贵共有 4 个男嗣，但本谱只有记载了第四子曾孟学（G62），其他三子的后嗣情

况不详。 
②  谱中无载，据《胡氏续修族谱》卷首《凡例》补。 
③  在胡朝咙的齿录部分说迁湘中，据《胡氏续修族谱》卷首《凡例》中载为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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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中所记录的家族成员的寿命是“虚岁”，即按出生后所经历的日历年度计算的年

龄。根据人口统计的要求是以实足的年龄为统计标准①，即按照成员的实际存活年数，

取整数的下限②。在本文的统计中，对于家族成员的实际寿命是根据人口统计学的要求

计算的，与谱中所载的“虚岁”之间相差 1—2 岁③。如无特别说明，本行文中的年龄

均为实足周岁；而文献原文中年龄则指虚岁。 

第三，统计的起始年龄。 

对于族谱作为人口研究资料的不足，已有学者指出其三个缺陷：大多数的族谱不记

载女儿，有的族谱虽记载生女人数，却未将她们列入世系或记其出生年月；不记家族成

员的结婚年龄或日期；大多数族谱虽注明某子殇或早世，然多不将殇者列入世系并记其

生卒年月④。笔者所依据的曾氏、胡氏、王氏家谱同样也具有这三种缺憾，在这里仅谈

谈对殇子的年龄界定问题。《曾氏五修族谱》卷首《凡例》中记载“……十五以下书殇；

前谱殇或分等，今不从；幼殇以不垂丝不提行为通例”。《胡氏续修族谱》卷首《凡例》

说“殇子不提，大书通例也。然古礼二十成人，八岁至十一为下殇，十二至十五为中殇，

十六至十九为上殇，殇子年龄不一，纪录亦宜随时适变。兹定自十岁上下于母位下书殇，

或并注其生没葬向。若已成童娶妻者或其妻现愿守志者垂丝录之，一例照书。此即孔子

不欲殇邻童汪錡之意也。殇女于母位下书女几殇，若已受聘及笄而终于闺者，则书字某

姓，并注其生没葬向，不报明者听之。”《王氏六修族谱》卷首一《六修族谱凡例》载：

“明清之制，男子十六岁为成丁，故未满十六而殁者，不列上行；惟于父世纪栏后子某

之下旁书早殁字样；如生殁葬均可考者，得俱载明之⑤；已成丁而殁者，另开世纪；在

室女年满十六而殁者，得于父世纪栏后女某之下载明生殁葬；未满十六而殁者，止书早

殁。”可见，这三部族谱中，胡氏族谱将在十岁（虚岁）上下记载为“殇”；曾氏、王氏

两谱的原则颇为一致，即以十六岁（虚岁）为成丁，十五岁（虚岁）以下为殇⑥。为了

统一起见，笔者在统计中以虚岁 16 岁作为统计的起始年龄，但按照现代人口统计学的要

求，年龄均以实足年龄为准，古代虚岁十六岁相当于 14—15 周岁，笔者取其下限，统一

以 13 周岁（包括 13 周岁）以下列入殇数，年满 14 周岁（包括 14 周岁）不计入殇数。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文中讨论的男性均指年满 14 周岁（包括 14 周岁）以上人口；例外

的是，虽未满 14 周岁但已婚的男性却包括在统计之列。本统计中的女性人口（包括配偶、

女儿）年龄也大致以年满 14 周岁以上为准，但已婚嫁者则不拘年龄均予以统计。 

二、家族男性成员未婚状况的考察 
1．家族男性成员的未婚状况 

                                                        
①  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 页。 
②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8 页。 
③  郭松义在统计过程中“实足”年龄的换算方法是将文献记载中的虚岁减去一年，但这样换算出的结

果与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

馆 2000 年版，第 200 页。 
④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5 页。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清代皇族宗谱《玉牒》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玉牒》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全面，对男性的记录包括了本身的

宗支、房次、名字、生卒年月日时、封爵、职位、母父姓外祖姓名任职、妻妾嫡庶、任官履历等项；

女性则记父名、行次、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外祖姓名任职、出嫁年月以及夫婿姓名、职官、卒

年等（参见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⑤  从《王氏六修族谱》的“世纪”来看，此谱虽说按照明清的制度，“未满十六而殁者，不列上行；

惟于父世纪栏后子某之下旁书早殁字样”，但又说“如生殁葬均可考者，得俱载明之”，所以此谱“提

行”的男性成员也包括了十六岁（虚岁）以下“生殁葬均可考者”。 
⑥  《钦定大清通礼》中说“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族

谱中关于幼殇年龄的界定与上述婚龄的规定是一致的，既然年满十六岁（虚岁）就可结婚生子了，当

然已是成人，既是成人当然要提行入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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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一书中所涉及湖南地区的三部族谱，衡阳魏

氏、清泉李氏属于衡州府，而邵阳李氏则属于宝庆府；本文中所依据的湘乡曾氏、湘乡

胡氏、长沙王氏均属于长沙府。有关长沙府三个家族男性成员的未婚情况见表 1，此表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1）本统计中所谓的“未婚”是指除了谱中明确记载有配偶者（此

为已婚者）之外其他男性的婚姻状况，也就是说既包括了族谱之中没有明确记载有配偶

的已过世或在修谱之时仍健在的男性，也包括了因远出、远游未归、远徙外地、从戎未

归等原因导致的婚姻状况不明者；另外，也包括修谱之时虽已聘妻但尚未正式结婚的男

性或者已聘而男性自身或女方身亡者，毕竟这些男性并未形成事实上的婚姻①。当然，

在本表统计的这些未婚男性中可能包括了一些已婚但在谱中缺少记录者，如有的男性成

员迁徙外地、远出到异地可能会婚娶，也有的男性成员的配偶因改嫁或被休、又没有生

育子女而丧失了入谱的资格②，但这部分成员毕竟为数不多，对于统计结果不会产生太

大影响。（2）“未婚者死亡年龄分布”栏中“未详”人数包括两类成员，一类是指因生卒

年信息不全而无法计算其死亡年龄的成员；另一类是因迁徙、远出等原因无法判断其是

否婚配、存亡以及族谱中记载为“待查、俟详”者，为了统计之便，将本类成员一并归

入“未婚死亡”年龄不详之列。 

统计结果显示，在三个家族所观察的 9261 个男性成员当中，其中未婚男性成员为

3799 个，男性未婚人口占所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41%③。事实上，这么高的未婚比例并不

说明这三个家族未婚率就高，因为本统计的下限截止到修谱之时，这样包括修谱之年刚

刚出生在内的大量年幼而未达到结婚年龄的成员也包含在统计之列，导致了未婚人口比

例相对偏高。为了显示年幼存活成员在未婚者中的比例，笔者在本表中将修谱之时仍活

着的未婚男性成员的年龄构成（见“未婚健在者年龄分布”栏）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

三个家族在各自修谱之时尚存活的未婚男性成员当中，19 岁（包括 19 岁）以下的共有

1438 人，占未婚成员总数的 37.9%。可见，上面较高的男性成员未婚比例是“虚假”的，

部分是由于尚未达到适婚年龄成员的大量存在而导致的。为了避免这种影响，考察家族

成员不同年龄阶段的未婚比例就更有必要了。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男性未婚比例的分析，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仅以死亡年龄详知者来统计，这样处理的结果将

修谱之时仍存活的未婚成员排除在外，从而导致未婚比例的低估。在本统计中，对于男

性成员未婚比例的推算是将不同年龄阶段的已知死亡年龄和修谱之时存活的未婚者相加

再除考察的总人数而得出。 

就三个家族的总体情况而言，年满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人数为 848 人，占三个家族所

观察男性总人口（9261 人）的 9.2%；年满 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670 人，占观察男性

总人口的 7.2%；年满 6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440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4.8%。李中

清、王丰通过对 1640-1900 年间北京皇族男性成员的考察，得出 40 岁时男性的未婚比例

为 7%；而李中清、康文林在对 1774—1873 年间辽宁农村人口婚姻状况的统计中，结果

显示男性在 40—44 岁的未婚比例为 16%④。刘素芬根据皇族《玉牒》资料，将皇族人

口按北京与盛京两类进行统计，得出北京与盛京的年逾 40 岁成年男性未婚者分别占两地

总人口的比例为 0.95%与 1.35%⑤。另外，《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一书依

                                                        
①  如《王氏六修族谱》中不包含已聘而未娶的“配偶”。 
②  如《曾氏五修族谱》卷首《凡例》中记载：“凡夫死夺志或未死下堂其无出者不入谱，有出者夺名

分书某氏及所生子女，余书例不详三字”。 
③  萧平汉在《从〈王船山家族〉看清代人口与婚姻》（《衡阳师专学报》1988 年第 2 期）中按照世代对

王氏男性成员的未婚情况进行了统计，得出各世代男性的未婚比例为 13.6%至 54.6%不等。 
④  参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陈卫、姚远译，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02 页。 
⑤ 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载入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4 页。与李中清等对皇族男性未婚比例的统计结果相比，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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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 49 个家族成员的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年满 40 岁以上男性成员的未婚比例

为 2.2%，年满 50 岁以上未婚者所占比例为 1.5%①。可见，本统计所得出的结果低于清

代辽宁农村的未婚比例，而高于清朝皇族和《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中平

均的未婚比例。 

具体到三个家族，曾氏家族年满 40 岁以上的男性未婚人数为 119 人，占该家族观察

男性总人口（2130 人）的 5.6%；年满 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81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

口的 3.8%；年满 60 岁以上未婚者有 48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2.3%。胡氏家族年满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人数为 219 人，占该家族观察男性总人口（2075 人）的 10.6%；年满

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178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8.6%；年满 6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

有 126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6.1%。王氏家族年满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人数为 510 人，

占该家族观察男性总人口（5056 人）的 10.1%；年满 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411 人，

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8.1%；年满 6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有 266 人，占观察男性总人口的

5.3%。可见，曾氏在年满 40、50、60 岁以上男性未婚比例均比胡氏、王氏为低，而胡

氏、王氏两族大致相当，相对而言，胡氏未婚指标较王氏稍高。这种男性的未婚比例差

序格局与笔者所考察的社会声望的高低次序②基本上呈负相关的关系（胡氏拥有较高社

会身份的比例略高于王氏），这一状况可能反映了家族的社会声望与男性成员未婚比例之

间的某种关联，即家族声望越高，其男性成员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就越强，男性成员的未

婚比例也就越低；反之，则男性的未婚比例就越高。《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

统计的衡阳魏氏、清泉李氏、邵阳李氏三部湖南族谱，年满 50 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依

次为 4.8%、5.1%、2.4%③。两项统计结果相比较，只有湘乡曾氏的男性未婚比例高于

邵阳李氏而低于衡阳魏氏、清泉李氏；而湘乡胡氏、长沙王氏的男性未婚比例均达 8%
以上，高于衡阳魏氏、清泉李氏、邵阳李氏。可见，本项统计所显示的结果总体上呈现

出高于《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统计的趋势。如前所言，尽管这两项统计

之间存在着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但大体上也反映了湖南地区不同家族之间男性未婚比例

的差异。 

另外要指出的是，家族男性的未婚状况呈现出一种“家庭化”的趋势，所谓“家庭

化”是说未婚成员多出现在拥有多个未婚者的家庭当中。在此仅以曾氏 1800-1849 年轮

组出生的 110 个男性未婚成员进行了统计（家庭中幼殇者不在统计之列），结果显示有

89 个男性未婚成员来自于同辈当中拥有 2 个（包含 2 个）以上未婚者的家庭，而在这 89
个男性未婚者当中又有 30 个未婚成员来自于男性同辈均未婚配的家庭。这一现象的出现

可能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极度贫寒、家庭成员的生理残疾或智力障碍等原因有关④。 

2．家族男性未婚比例较高的原因分析 

由上可知，本文及刘氏研究的统计结果都显示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

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⑤，这是否能够代表整个湖南地区的婚姻状况，尚需做更多湖南

                                                                                                                                                               
芬的统计结果显然较低，这与两项统计的口径之间存在差异有关。由于两项统计均未明确说明关于统

计的相关信息，但根据情况判断，前者未婚比例是相对与男性人口而言，而后者是相对于男女总人口

而言。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45 页。 
②  参见拙文：《家族男性人口的社会身份概观》（未刊稿）。 
③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46 页。 
④  在笔者所生活的山东农村就存在着因家庭经济状况太差以及家庭男性成员的生理缺陷或智力问题

而导致兄弟几个均未婚娶的个案，从而形成所谓的“光棍”家庭。 
⑤另外，郭松义对清代湖南两个农民家族男性人口的婚姻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湘乡陈氏、湘

潭谭氏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的比例分别为 9.63%、12.24%（参见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

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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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家族人口的统计分析，但作为一些家族人口的个案，的确有其地域特色，理应引起

学者的关注。对此现象的解释，刘翠溶尽管说“尚未找到完全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她也

推测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与长江中游地区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和男女性别失衡有关①。

在以下对于“死亡”年龄不详者的原因讨论中，展现了家族人口流动现象的大量存在（详

见下）；而在关于湖南地区人口行为的研究综述中，也展示了湖南地区溺婴（主要是溺女

婴）之风的盛行②，溺女婴现象的大量存在势必会引起男女性别比例的不平衡，这些研

究成果都为刘氏的推测提供了证据。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笔者在此就战争与家

族男性人口的未婚关系做一简单考察。 

湖南湘乡是清代湘军主要的兵源基地③，曾国藩在《湘乡县城建忠义祠折》中就说：

“统计湘勇之出境征伐者，不下六、七万人。员弁、勇丁之阵亡伤亡者，亦不下五千余

人。④”可见湘军外出作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这在家族中也得以体现。在此仅以湘

乡的曾氏、胡氏族谱为例，就 1800-1849 年出生的未婚男性成员因战争死亡的情况进行

统计（见表 2）。由表可知，在 1800-1849 年出生序列中，曾氏未婚男性中因战争而死亡

的成员有 12 人，占此出生序列中未婚男性成员总数（110 人）11%；胡氏未婚男性中因

战争而死亡的成员有 10 人，占此出生序列中未婚男性成员总数（151 人）6.6%。同时，

由表也可以发现，因战争而死亡男性未婚成员的死亡年龄主要分布在 39 岁以前，尤其集

中在 20-29 岁年龄组。除此之外，曾氏、胡氏的未婚男性中各有 6 人因军功而保举低级

武职或授予荣衔⑤；这些成员在族谱中虽并未明载死于战事，但他们大部分出生在 19
世纪 20-40 年代，最佳的适婚时光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从而错过婚期而终身未娶，因此

说这部分成员的未婚也是因为战争。由上可知，家族男性成员（主要是轻壮成员）的参

军、战亡，也是导致曾氏、胡氏两个家族男性成员未婚比例较高的原因之一。 

在上文中曾对男性“未婚死亡”年龄不详者的含义进行了交待，接下来再对男性未

婚“死亡”年龄不详者的原因进行初步的分析（见表 1 最后一列）。曾氏家族所观察的

148 个未婚成员当中，因迁徙、远出导致“死亡年龄”不详的有 46 个，其他 102 个成员

“死亡年龄”不详的原因不明；胡氏家族所观察的 145 个未婚成员当中，因迁徙、远出

导致“死亡年龄”不详的有 50 个⑥，在三河镇之役中阵亡者有 3 个，力战阵亡者 1 个⑦，

其他 91 个成员“死亡年龄”不详的原因不明；王氏宗族所观察的 480 个未婚成员当中，

因迁徙、外出、远游导致“死亡年龄”不详者有 78 个，因从戎、阵亡、被俘导致“死亡

年龄”不详者有 8 人，其他 394 个成员“死亡年龄”不详的原因不明。对于大量死亡年

龄不详者（尤其是卒年不详者）存在的原因，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可能因为年轻早世，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46 页。 
②  参见拙文：《宏观与微观：近年来明清以降中国历史人口研究的回顾》（未刊稿）。 
③  参见许顺富：《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云梦学刊》2004 年

第 6 期；陶用舒：《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娄底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 
④《曾国藩全集·奏稿》（第 2 集），长沙：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878 页。 
⑤  这里主要指把总、千总、都司、游击等职以及荣誉如五品顶戴等。 
⑥  在外出的 50 个成员当中，迁蜀的有 13 个，其世派分布在G12、G14、G15、G16；从可知生年的成

员来看，迁蜀者出生时间在 1722—1820 年间。迁往新疆者 3 人，其世派分布在G16、G18、G19；出

生时间在 1852—1869 年之间。另外，迁往台北 1 人（G16、出生年为 1848 年）、迁往湖北 1 人（G16、
出生年 1801 年），其他 32 人迁往目的地不详。从已知的迁移目的地而言，18 至 19 世纪上半叶出生的

成员主要迁往四川，19 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的成员则迁往更远地方，如新疆等地。 
⑦  4 个阵亡者生年在 1823-1840 年之间，他们的死亡与太平军起义有关。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日，

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部与太平军陈玉成战于安徽舒城金牛镇，陈玉成督师乘雾自后杀出，清军李运络、

张嵩龄等营相继溃退，伤亡过半。李续宾率兵增援，与陈玉成、李秀成战于舒城与庐州的三河镇。结

果，清军大败，李续宾与曾国华等战死，湘军精锐尽丧，元气大伤（参见骆伟：《毛鸿宾湖广存札及其

史学价值》，《广东史志》2002 年第 4 期）。三河镇之役，湘军被战死的“殆近六千”，湘乡几乎“处处

招魂”（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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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而推论，大部分卒年不详的未婚者可能是因早世才未婚①，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

些家族成员既无外出的记录，应该生活在宗族所在地，倘若活到一定的年龄，族人彼此

之间很熟，某个熟悉的族人何时出生、何时去世（可能忌日不太清楚，但对卒年是有记

忆的），人们是不会轻易忘记的，甚至可能在他们的忌日还会去上坟。而对过早去世的孩

童，包括他们的父母在内的族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淡化对“幼殇”者生卒年的记忆。

当然，这些死亡年龄不详者当中，也包含了部分因未娶从而无后最终导致其生卒年信息

被遗忘者。通过分析，我们也可看出，早亡以及较为频繁的迁徙、远出等人口流动也是

导致湖南地区家族男性未婚比例较高的一个原因。 

3．家族男性成员未婚状况的变化及原因推测 

前面的分析没有揭示家族男性未婚状况在不同时间上变化，事实上，在不同时代，

因其家族成员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在婚姻状况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下面按照家族

男性成员出生的时间序列（即年轮）来考察三个家族男性未婚状况的变迁（见表 3）。 

表 3 中考察的男性成员仅是生年信息已知者，所以本表观察人数与表 1 观察人数有

出入。因为这三个家族所考察的起始代数不同、起始成员的出生时间也不一致，所以起

始组的跨度较大，从 20 多年到近 300 年不等，但从第二观察年轮组开始，其跨度均为

50 年，最后一个年轮组是 1900 年至各个家族修谱的时间。虽然这三个家族开始年轮组

并不一致，但都包含有 1700-1749、1750-1799、1800-1849、1850-1899 四个年轮组，这

为比较自 18 世纪以来男性未婚状况的变迁及各家族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可能。 

湘乡曾氏在 1678-1699、1700-1749、1750-1799、1800-1849、1850-1899、1900-1946
各年轮组的男性未婚者占各年轮所观察男性人数的比例依次为 0%、12.8%、30.2%、

30.1%、22.5%、64.0%。在详知年龄的成员当中，年满 40、50 岁以上各年轮组的未婚比

例及变化趋势见表 4、图 1、图 2。在以上数据中，需要说明的是 1900-1946 年轮组的男

性未婚者占本年轮观察人数的比例过高，是因为本年轮大部分男性成员的年龄尚低于适

婚年龄而处于未婚状态，所以在考察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时此年轮数据不具有参考价值。

通过观察年满 40、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所占比例的起伏变化，我们可以发现，17 世纪

晚期以来曾氏家族男性未婚成员在各个年轮组中所占的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

高降低的趋势，其未婚比例的最高值出现在 1800-1849 年轮组。如以 1800-1849 年轮组

的男性未婚比例为参照，1750-1799 年轮组的涨幅要远远小于 1850-1899 年轮组的降幅。

从变化曲线来看，18 世纪中后期到 19 世纪前中期出生的男性成员未婚比例曲线的上升

是缓慢的，而至 19 世纪中后期未婚比例曲线的下降相对而言是迅速的。 

湘乡胡氏在 1413-1699、1700-1749、1750-1799、1800-1849、1850-1899、1900-1946
各年轮组的男性未婚者占各年轮所观察男性人数的比例依次为 4.3%、20.3%、50.9%、

37.4%、14.8%、63.4%。在详知年龄的成员当中，年满 40、50 岁以上各年轮组的未婚比

例及变化趋势见表 4、图 1、图 2。由于与曾氏相同的原因，1900-1937 年轮组的男性未

婚者占本年轮观察人数的比例不具有参考价值。通过上面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从

各年轮男性未婚者占各年轮总观察人数的比例，还是只考察年满 40、50 岁以上男性未婚

者所占的比例，均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趋势。但与曾氏不同的是，其男性未

婚比例的最高值出现在 1750-1799 年轮组出生的成员当中，数值高峰的出现较曾氏提前

了 50 年。如以 1750-1799 年轮组出生男性成员的未婚比例为参照，1700-1749 年轮组的

涨幅要大于 1800-1849 年轮组的降幅，而 1850-1899 年轮组的降幅却比 1800-1849 年轮

组要快得多。从变化曲线来看，18 世纪前中期到 18 世纪中后期出生者未婚比例曲线的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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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是迅速的，而至 19 世纪前中期出生者未婚比例曲线的下降相对而言要缓慢得多，但

19 世纪中后期出生者未婚比例曲线的下降速度却快于之前的一个年轮组。 

长沙王氏在 1519-1699、1700-1749、1750-1799、1800-1849、1850-1899、1900-1949
各年轮组的男性未婚者占各年轮所观察男性人数的比例依次为 18.2%、31%、37.0%、

37.7%、24.4%、54.9%。在详知年龄的成员当中，年满 40、50 岁以上各年轮组的未婚比

例及变化趋势见表 4、图 1、图 2。根据上面的说明，1900-1949 年轮组的男性未婚者占

本年轮观察人数的比例不具有参考价值。通过观察年满 40、5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所占的

比例我们可以发现，同曾氏、胡氏两族一样都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趋势，其

未婚比例曲线的峰值出现在 1750-1799 年轮组出生的成员当中，这点与曾氏有异而与胡

氏相同。如以 1750-1799 年轮组出生成员的未婚比例为参照，1700-1749 年轮组的涨幅要

远远小于 1800-1849 年轮组的降幅，而 1850-1899 年轮组的降幅却比 1800-1849 年轮组

要慢地多，其变化曲线又与曾氏类似而不同于胡氏。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三个家族男性成员未婚比例的起伏变化呢？由于笔者学识的限

制，目前还不能做出圆满的回答，在此笔者仅就其中的两点谈谈自己的推测。其一，据

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是湖南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伴随着人口

的增长，大致在乾隆初年，湖南地区已发生了人口压力，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只能向水、

向山要地，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势必引起了生态环境的恶化①；而包括长沙、湘乡在内的

湘江中游的河谷、盆地一带又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②，其人口的压力更甚于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清代中期湖南地主占有土地的 50-60%，没有或只有少许土地的佃农占人口的

60%左右③，其中在长沙一带地租高达收成的 50%是很普通的，无地佃户辛劳终年却无

力供养双亲，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④，反映在婚姻方面将会使更多的普通百姓无力婚

娶，势必会导致男性未婚比例的升高。另外，自 18 世纪以来湖南地区溺婴（主要是溺女

婴）习俗的盛行⑤，使得男女性别比例更加失衡，更加剧了男性未婚比例逐渐升高的态

势。这种人口的压力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所导致的生活贫困，可能对出身于社会地位较

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族成员的影响更大，受其冲击的时间也会更早，因为这些宗族没

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救助日益贫寒的族人；而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的宗族可

以用宗族公产帮助贫困的族人⑥，从而延缓他们贫寒化的进程。如前所言，曾氏宗族成

员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要高于胡氏、王氏⑦，进而可以推测，从总体上而言，曾氏成

员的经济条件应好于胡氏、王氏。这或许可以解释胡氏、王氏两个家族男性未婚比例的

高峰较曾氏提前了一个年轮组（50 年）的原因。其二，曾氏、胡氏两族在 1850-1899 年

轮组出生的男性成员的未婚比例同 1800-1849 年轮组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而王氏在同年

轮组下降幅度较小，这可能与曾氏、胡氏两族从军之风盛于王氏有关。因为 1800-1849
年轮组出生的男性成员的青壮之年正是太平军兴起之时，为镇压太平军所组建的湘军也

主要是此年轮组出生的成员参加，他们在战场上征战几年到十几年不等，有的捐躯疆场，

                                                        
①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1
期。 
②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53 页。 
③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8 页。另外，

乾隆年间湖南巡抚杨锡绂也说过：“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

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 39）。 
④  何炳棣：《明代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68—172、203、257 页。另外，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

沙：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86—92 页）中也对湖南佃户贫困的境况进行了描述。 
⑤  笔者根据前人成果对湖南育婴堂设立进行了整理，发现 18 世纪以来育婴堂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溺婴习俗的盛行。 
⑥  如嘉庆《善化县志·风俗》中说：“重族好儒，居皆聚族，有事则相助，亲睦笃至。” 
⑦  详见拙文：《家族男性人口的社会身份概观》（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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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载荣、载财而归。据有的学者的统计，迄光绪初叶，湘乡一县保荐提督 181 人，

总兵 411 人，副将 579 人，参将 569 人，游击 750 人，历保游击以上武职人员达 2490
人，占全省总数的 1/3 强①，其他较低职务或无职务的人数则更多。伴随着战后大批湘

军将士的解甲归田，他们将从长江下游地区掠夺的财产带回家乡②，其中许多人置田建

庄③，改善了他们的经济条件，从而也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具有了某种优势，使得许多

人获得了婚配。然而，这一年轮出生的男性成员因军功而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的吸引力是

有限的，毕竟他们中许多人已错过了最佳的婚期，所以本年轮未婚比例虽有所下降，但

下降幅度不是最大的。这种靠军功而改善的经济状况使得在 1850-1899 年轮组出生的成

员在婚姻市场上具备了经济上的先机，从而导致 1850-1899 年轮组出生的男性成员的未

婚比例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如将本文统计与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的统计研究进行比较

的话，将会发现存在以下三点不同。首先，刘著是将未婚者的年轮分为 1300-1649、
1650-1749、1750-1849 三组进行了考察，对 1850 年以后出生的成员因未婚男子人数相对

较少且因修谱时限记录不完整等原因略去不论；而本文所选三部族谱的修谱时间都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这就为探讨 1850 年以后出生的家族男性成员的未婚现象提供了可能。

其次，刘著所考察的 1650-1749、1750-1849 两个年轮组的跨度都是 100 年；而本文所考

察的 1700-1749、1750-1799、1800-1849、1850-1899 四个年轮组跨度为 50 年，这为观察

18、19 世纪上、下半叶男性未婚比例的变化准备了条件。其三，刘著以卒年在 40 岁以

上未婚者的比例作为真正未婚的标志，结果显示，在她所考察的 37 个家族当中有 24 个

家族 1750-1849 年轮组的男性未婚比例较以前为高，这一趋势在湖北、湖南 5 个家族表

现得尤为明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推论，“变动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在十八世纪末叶，

也就是在清朝由盛转衰之际，开始有更多的男子在四五十岁时尚未结婚④”。由于刘著

没有对 1850 年以后出生成员未婚比例进行考察，所以比例变化显示出来的是三条大致上

升的曲线（见表 5、图 3）。本文统计的结果也显示出在 18 世纪中叶以来，家族男性成员

的未婚比例曲线也逐渐上升，但在 18 世纪后半叶、19 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之后又开始

下降了，其未婚比例曲线大致为三条抛物线。 

另外，如果抽取 1750—1799 年轮组出生的男性成员来观察，曾氏、胡氏、王氏三个

家族年满 40 以上未婚男性成员共有 290 人，占这三个家族本年轮组出生男性成员总数

（1190 人）的 24.4%，这显然高于王跃生根据档案资料统计所得出的湖南地区 18 世纪

中后期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占总数 3.74%的比例⑤，更高于根据全国档案资料所得出的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者占总数 3.27%的平均比例⑥。王氏统计所依据的资料是从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集录了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1781—
1791）11 年间 2000 余件个案中抽取出来，可以说代表了 18 世纪中后期全国的男性未婚

比例水平。 

三、家族女性成员不婚现象举例 

                                                        
①  参见刘泱泱：《湘军与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发展》，《益阳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 
②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69 页。 
③  参见许顺富：《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云梦学刊》2004 年

第 6 期。 
④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 51 页。 
⑤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 1781－1791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4 页。 
⑥王跃生：《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亦可参见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 1781－1791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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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族中女儿①的婚姻情况，本文所依据的三部族谱基本上都对出嫁女子的夫婿

姓氏进行了记载，完整的书写体例为“从（或适）某某（地）某某某或某姓”，有的地名

不详，有的只记载夫姓而没有记载夫婿姓名；许配者则书“许”或“字”某某或某姓；

尚未许配者书“待字”或“未字”②；也有的对婚姻状况没有记载，但大多是民国以来

出生的年幼尚未达到适婚年龄者。在这三部族谱中，也出现了对女子不婚的记录③，今

略陈如下。 

在《曾氏五修族谱》卷首《凡例》中记载，“女子不字且经亲支公认有承嗣权者，得

照男丁例提行……提行者不论男女，一律纳刊费，每名村戽谷贰升正，没者不征。”以此

标准，曾氏不婚女子可以分为提行与不提行者两类。在曾氏族谱中明确记载女子未婚者

有五例，而胡氏、王氏族谱明确记载未婚者分别有一例、两例，详情见表 6。由表可知，

曾氏族谱所载 5 名未婚女子均因“守贞不字”，其中有 4 人在族谱中享有与家族男性相同

的“提行”书写的资格，并取得了公认的承嗣权；从时间分布来看，这 5 名“守贞不字”

的女子均出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 1946 年五修族谱之时，除了 2 人仍健在外，其

他 3 名女子均在 1931 年以后去世，也就是说她们的守贞行为发生在清朝中后期一系列的

变法运动、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等社会变动以及西学东渐、“五四”运动等思想革新的社

会大背景下，贞节观念的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而胡氏、王氏两族出现的 3 个不婚女

子均与信奉佛教有关。 

另外，曾广祚（G72）的妻子陈氏共生六男六女，其中前两女早亡，第三女曾昭燏

（1909，1，6—今），为中央大学文科学士、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德国柏林大学研

究院研究员、国立中央博物院专门委员；第四女曾昭懿（1913，6，3—今），为南京金陵

大学理科学士、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第五女曾昭鏻（1918，1，30—今），为西南

联合大学经济系学士；第六女曾昭楣（1920，9，2—今），为长沙艺芳女校高级中学毕业、

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学士，从茶陵谭季甫④，可见曾广祚的六个女儿除了前两女早亡外，

其他四个女儿都取得了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只有第六女有明确的婚姻记录，其他三女

没有婚姻状况的记录，说明至少在五修族谱的 1946 年这三个女子均处于未婚状态。由此

可见，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女子的晚婚、不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即受到教育程度越高，

其晚婚、不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但总整体上而言，三个家族不婚的女子尚属个别，在统计学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女子倾向于普遍结婚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湖南的曾氏、胡氏、王氏三个家族。 

四、结语 
就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个家族的总体情况而言，年满 40 岁、50 岁、

60 岁以上男性未婚人数占所观察男性总人口比例依次为 9.2%、7.2%、4.8%，其统计的

结果低于清代辽宁农村的未婚比例、而高于清朝皇族和全国家族人口平均的未婚比例水

平。具体而言，曾氏在年满 40、50、60 岁以上男性未婚的比例均比胡氏、王氏为低，而

胡氏、王氏两族大致相当。这种男性未婚比例的差序格局与家族社会声望的高低次序基

                                                        
①  本统计所依据的三部湖南族谱对女儿的书写体例，是在母亲齿录（或世纪）的后边说明生有女儿的

数量、女儿的婚姻状况及殇葬情况（个别记载名或号），一般不载女儿的生卒年（极个别有生卒年信息），

不提行。 
②  《王氏六修族谱》对该族男子所聘的配偶和女儿的许配均不予以记载。 
③  刘素芬根据皇族《玉牒》资料，将皇族女性人口按北京与盛京两类进行统计，得出北京与盛京的年

满 40 岁以上皇族未婚女性分别占两地该年龄层人口的比例为 0.34%与 0.20%（刘素芬：《清代皇族婚

姻与宗法制度》，载入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7 页）。 
④  《曾氏五修族谱》卷十三，第八六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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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呈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家族男性的未婚状况呈现出一种“家庭化”的趋势，即男

性未婚成员多出现在拥有多个未婚者的家庭当中。 

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与这一地区较为频繁的

人口流动、男女性别失衡、战乱等因素有关。 

按照家族男性成员的出生年轮组来观察，从 18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上半叶 200 多年的

时间里，三个家族年满 40、50 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都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

低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学界广泛引用的“十八世纪末叶，也就是在清朝由盛转

衰之际，开始有更多的男子在四五十岁时尚未结婚”结论有所不同。当然，这三个家族

男性未婚比例的最高值出现的年轮组、不同年轮组未婚比例变化的幅度存在着差异，这

种差异可能与各个家族的社会声望、经济状况、从军风气等因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在家族人口中也存在着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此种现象的出现多与女性的贞节观念、

宗教信仰有关。但就数量而言当属个别，中国的女子倾向于普遍结婚的看法同样也适合

于湖南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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